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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断与掣肘：朝廷决策视角下的同文馆之争

叶德明

摘　要：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是晚清朝廷决策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垂帘听政决策体制

存在天然的不足，洋务派和顽固派对王朝中兴所持的理念对立，致使同文馆添设天文算

学馆决策一波三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决策体制不健全，既有的体制未得到遵

循；清廷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决策中心；招生方案设计不当危及了顽固派的利益，成了决

策争论的焦点；奕
"

缺乏智囊人物应该具备的素质；慈禧作为皇权的代表，理论上拥有

最高的决策权，却缺乏对时局的分析、把控、决断能力；倭仁缺乏处事能力，是不堪重

用之才。这一切最终导致洋务派和顽固派在这场决策争论中都没有取得任何好处，同时

皇权的威严也遭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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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６年年底，恭亲王奕!

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由此引发了朝廷内部洋务派与

顽固派之间围绕决策目标与方案的论战，史称 “同文馆之争”。往昔学者们对这场论战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态度是支持奕
!

还是倭仁①，由此探讨添设天文算学馆过

程中慈禧的作用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或天文算学馆招生受挫的原因，并把慈禧在论争中的犹疑

看成是对顽固派的支持。这种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方式。而

单纯地以论争中是顽固派取胜还是洋务派取胜来探究同文馆之争，视野也受到了明显的局限，很

难看清或找到天文算学馆招生受挫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慈禧在同文馆之争中的态度有一个从坚

决支持洋务派到不想得罪倭仁，再到支持洋务派的转变过程；而天文算学馆招生受挫除了慈禧的

犹疑之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省思的基础上，拟从寡断与掣肘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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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早期的研究基本上认为，慈禧是支持倭仁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如刘广京认为 “慈禧的态度又冷淡”，天文

算学馆的 “发展毕竟有限”；任复兴则把同文馆之争看成是慈禧 “用来打击政敌奕
!

”，进而 “有意无意”地支

持倭仁。随着近代化研究的兴起，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同文馆之争中，慈禧是明确支持奕
!

的。

如张宏艳认为：“慈禧的态度一开始就非常明朗”，“在慈禧的支持下，洋务派……获得了胜利”；持类似观点的

还有董凌锋，“在慈禧的支持下，天文算学馆得以开设”，“对天文算学馆的支持态度颇为坚定”。参见刘广京：

《一八六七年同文馆的争议》，《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２年第５期，第９７１０１页；任复兴：《徐继畲与

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５５３７８页；张宏艳： 《慈禧与洋务运动》， 《世纪桥》，

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５８６０页；董凌锋：《略论慈禧太后与中国近代化》，《天府新论》，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１２５

１２９页。



度出发，把争论看成是清廷添设天文算学馆决策过程的一个部分，在此语境下来重识天文算学馆

招生受挫的深层次原因，重构对同文馆之争的认知，为大家认知同文馆之争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朝廷的决策水平是晚清洋务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从决策角度来考察同文馆之争对研究晚清洋务

运动的兴衰也极具借鉴意义。

一

人类所有的行为都与价值的实现有关，决策也概莫能外，因此决策者的价值倾向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对什么是 “正确事情”的判断。而决策者怎样进行决策受制于决策的体制，影响着决策方

案的优劣。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产生于晚清辛酉政变之后，垂帘听政的决策机制与权力核心成

员价值倾向无疑对决策有着重要影响。

（一）垂帘听政的决策体制

满清入主中原后，统治者就提出 “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当统于一”［１］，强调 “一切用人

听言，大权从无旁假”为 “本朝家法”［２］。但统治者也清楚，由于疆域广阔、民族众多、事务繁

杂多样，单凭皇帝个人是无法做到事事准确决策的。因此统治者很早就提出 “自我民听，天以为

聪，自我民视，天以为明”［３］１８０，强调决策过程中信息的广泛采集；以及 “政令之设，必当远虑

深谋以防后悔，周详筹度……采群言以广益，合众志以成城”，重视在决策中听取各方意见、集

思广益，防止决策中 “用一己偏执之见”［３］２３０。到清朝统治的鼎盛时期，统治者已经建立起了密

折陈奏、外派钦差、外出巡视、陛辞请训等信息收集制度，以及呈递题奏本章、御门听政等广纳

群言、听取意见建议的决策咨询程序。在广泛收集信息，听取大臣们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由皇帝

乾纲独断。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决策体制，有信息收集系统、决策咨询系统和中枢决策系统，较

好地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

辛酉政变是清朝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由此建立了垂帘听政的决策体制，开启了慈禧太后对

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有关垂帘听政的决策体制，在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年）十月初七和初九

的上谕中是这样描述的：“嗣后各直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应行降旨各件，于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

后，交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该王大臣等悉心详议。于当日召见时，恭请谕旨，再行缮拟。于次日

是，恭呈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阅定颁发”［４］４００， “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

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４］４１０。这两道上谕，一方面强调了政令的统一，是对 “本朝家法”

的遵从，昭示皇权的威严。另一方面对垂帘听政的决策程序做了具体规定：一是慈览，一切中外

奏章，要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二是详议，慈览后交给议政王、军机大臣详细讨论；三是召见请

谕，在当日的召见中，两宫就奏章意见作具体指示；四是缮拟，议政王、军机大臣根据两宫指示

缮拟谕旨；五是阅定，拟好的谕旨经两宫审定；六是颁发，两宫审定的谕旨于次日颁发。从以上

规定可以看出，两宫垂帘听政的决策体制和清初确立的决策体制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

地方在于缺少了信息收集环节，只剩下咨询与中枢系统，从而使决策丧失了最根本的基础，丧失

了决策的依据。此外，决策中只有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 “详议”，把意见的收集限制在一个狭小

的范围内，忽略了决策过程中广泛听取意见的环节，很难保证决策目标的正确性和方案的优化，

更无法使决策目标和方案照顾到各利益群体。

（二）价值取向对立的王朝中兴理念

特定的决策总是和特定的现实需要及对未来的期望密切相关。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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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了北京，并烧毁了皇家的避暑圣地———圆明园，对统治者的心理造成了沉重打击，也深深地动

摇了地主阶级的文化自信。于是一部分地主阶级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另一部分地主阶级则陷

入了对清代学术的深刻反思，由此形成了两种在价值取向上截然相反的治国理念。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少数抵抗派有识之士开始进行深刻反省，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

方列强的 “坚兵利炮”，进而提出了改变落后的办法———向先进者学习，“师夷之长技”，奋起直

追，以期实现 “以制夷”的目标［５］，战胜西方列强。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战败，统治阶

层中的许多人认识到中国的 “虚弱”不单单是军事上的贫弱，其 “虚弱”存在于经济、教育等各

个领域。尤其是奕
!

在办理 “与外国交涉事件”的过程中，深感 “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难

处［６］，认为只有熟识外国 “言语文字”，才有可能不被 “欺蒙”，主张兴办同文馆 “学语言文

字”［７］７，由此开启了 “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机械技术、教

育模式与内容以及经济管理等。奕
!

信心十足地宣称：“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８］４４９７

有清一代，汉学非常兴盛，乾嘉汉学是清代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其突出贡献在于

对古代典籍的系统整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总结，由此也形成了士人普遍不重实用的学术氛

围。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社会危机后，统治阶级、士大夫开始反思，从而推动了晚

清的学术转型，今文经学和程朱理学开始兴起。尤其是辛酉政变以后，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快

速地恢复社会秩序，提拔重用了一批 “理学名臣”。一时间，理学诸臣成为了朝廷决策核心的重

要支撑力量。他们把 “崇正学”“正人心”看作是王朝中兴的重要策略，倡导 “孝弟忠信，可使

制梃，以雪国耻矣”［９］。因此，理学家们所追求的王朝中兴的理想是以严格的等级秩序来维系的，

皇权是这个等级体系的核心，“仁义道德”和 “夷夏大防”是这个等级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念，其

否定西学的价值。

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就发生在朝廷决策体制不够健全、朝廷权力核心呈现洋务派和顽固派

价值取向相互对立的窘境。

二

鉴于洋务事业发展的需要，奕
!

提出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但很

快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于是引发了论争，造成了多输的局面。

同文馆之设是古老的中国被迫纳入近代世界的结果。一开始，这只是一个从广东、上海寻访

通晓外国语言文字者充当教习，培养少数满族翻译人才的构想。但广东 “无人可派”，而上海

“虽有其人，而业不甚精”，所以奕
!

不得不转向国外延访，找到了兼通汉文的英籍教士包尔腾，

聘其为英语教师，并派徐树琳为汉文教习。同治元年 （１８６１年）七月正式开学，“即以此学为同

文馆”［７］７。之后，奕
!

又相继聘请了法国人司默灵和俄国人柏林为法文和俄文教习［７］１３，于同治

二年 （１８６３年）三月成立了法文馆和俄文馆。

（一）决策目标与方案的提出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与深入，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创办

机器局的过程中急需科技人才，而 “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７］３２。西方科学技术的基础是

数学，“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１０］，一些地方督抚创办的近代 “学堂”中都规定 “兼课以算

学”［１１］。因此，同文馆的创办者恭亲王奕
!

以其远见卓识，于１８６６年１２月１１日上疏奏请在同文

馆内 “添设一馆”学习天文、算学。为此，奕
!

拟定了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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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招生方案。考虑到学习天文算学，需要有较好的文字功底，而同文馆中学习 “洋文洋

话”的学生 “年幼学浅”，汉文功底较差，而且这些学生已经在学习 “洋文”，再另学其他，会造

成 “功力分用”，很难快速取得成效。因此奕
!

主张 “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

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以及 “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

入馆学习者”［８］４４１９，之后又建议把 “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与 “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

京外各官”纳入到招考范围，以保证天文算学馆有充足的生源。奕
!

认为 “正途”出身之士，

“研经有索，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８］４５０３。

其二，师资聘任方案。１８６６年春，郭嵩焘向清廷保举 “专精数学”的南海生员邹伯奇与

“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浙江诸生李善兰［１２］，奕
!

非常重视，奏请地方官员尽快将邹伯奇、李

善兰 “咨送来京”［７］２２。但由于种种原因，邹伯奇未能成行，而李善兰直到１８６８年才北上就任。

但天文算学馆的办理一刻也不能停，因此奕
!

请赫德帮忙，“延聘西人在馆教习”［７］２３。

其三，激励学生学习方案。为了吸引学生报考以及用功学习，奕
!

主张 “欲严课程，必须优

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８］４５０２，给该馆学员更高的待遇，成绩优秀者，将破格提拔，

以期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其四，消除疑惑，树立表率。１８６７年２月２５日，奕!

建议派 “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

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为 “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庶学者有所禀承”，消除报考者 “专以洋人为

师，俾修弟子之礼”的疑虑，以免 “因此裹足”［８］４５２５。

（二）添设天文算学馆决策的论争

奕
!

奏请添设天文算学馆的方案当天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该折当日奉旨：“依议，钦

此。”［８］４４９７也许慈禧认为添设天文算学馆是急切应办之事，亦或此事理当如此，无须商议，所以在

做出决策时，慈禧没有遵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 “详议”，而是乾纲独断、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

定。然而，此决定引起了处于决策核心的 “理学名臣”们的不满：首先该决策过程没有征求他们

的意见就轻易做出了决定；其次该决策让饱读诗书的圣人之徒转学天文算学、拜洋人为师，显然

与他们所崇尚的 “正学”“夷夏大防”观念相悖。由此拉开了同文馆之争的序幕。

１．舆情造势

利用舆情民意来影响执政者的决策行为是政治斗争中常用的伎俩，顽固派也试图利用舆情来

改变朝廷的决策，于是奕
!

等 “成了旧派官吏攻击的目标”［１３］１７３。一时间，天文算学馆成了京城

士大夫茶余饭后的谈资。街巷之间 “人言藉藉”，他们指责开办天文算学馆为 “不急之务”，是

“舍中法而从西人”，让 “中国之人师法西人”极为 “可耻”。面对种种社会谣言，奕
!

于１８６７年

１月２８日进行了辩驳，指出这些言论 “皆不识时务之论”，“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

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他颇为愤激地指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

现在连日本这样的 “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

焉”［８］４５０１。显然这些辩驳并不能说服顽固派，他们在酝酿新的抵制办法。

２．御史封奏

经过一个多月的运筹，顽固派决定派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代表他们来发声。１８６７年３月５

日，御史张盛藻密奏：“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

轻气节”，将对 “人心士习”产生极坏的影响。对奕
!

的招生方案和激励措施进行攻击。对此，

慈禧在当天的谕旨中进行了回应和辩解：“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

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所以学习天文算学， “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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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 “人心士习”产生破坏性影响［８］４５４２。显然，这种辩解不能令人信服。天文算学在中国古代

尽管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史上，统治者对数学历来不是很重视①。尤其是

明清两朝，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从不涉及数学方面的内容，所以慈禧的 “天

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明显有违事实。至于 “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 “自易”的说法也难以为

顽固派所接受。他们认为，天文算学 “本系专门之学”，与科举考试中的 “策论等项”有明显的

差异［７］４０，学起来会很困难，于是决定继续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

３．倭仁抵制

舆情造势和御史封奏未能撼动慈禧的决定，顽固派决定派出重量级人物出场。１８６７年３月

２０日，文渊阁大学士、皇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总理户部大臣倭仁递上奏折，指责添设天

文算学馆是 “求之一艺之末”，“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与 “尚礼义不尚权谋”的 “立国之道”

相悖，从而否定了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目标；同时对招生方案进行攻击，指出 “科甲正途”，

皆 “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现在要他们 “奉夷人为师”，一旦他们 “变而从夷”，将使 “正

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８］４５５７４５５９，把问题夸大到

了亡国灭种的地步，对天文算学馆招收 “科甲正途”为生进行抨击。

鉴于倭仁乃 “道光以来一儒宗”，为 “当世仪型”的理学泰斗［１４］，对辛酉政变又有赞翊之

功②，且身兼数职 “皆第一清要之席”［１５］，慈禧接到奏折后，没有直接对倭仁进行驳斥，而是在

当天就召见了倭仁， “询同文馆事”，显示了慈禧对倭仁意见的重视。然而倭仁在奏对时 “讷于

口”，“未能悉畅”［１６］５１９，慈禧却未表现出对倭仁的主张有任何不满，甚至将倭仁的奏折交由奕
!

等 “议奏”，把自己置身于事外。

４．奕!

反击

由于慈禧态度模糊，且倭仁也同处权力的核心，奕
!

等也不好轻易发表议论，遂采用拖延之

策。至３月２８日，奕!

以 “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封奏两宫［１６］５２１，希望慈禧表明态度，无果。

无奈之下，奕
!

于４月６日委婉地发起了反击，议称：“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

并非空谈孤虚，侈谈术数”；讽刺倭仁 “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就 “足以制敌之命”；

指出由于倭仁带头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不愿报名，而且倭仁之举还

使 “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所系实非浅鲜”，对大局造成恶劣影

响。奕
!

还抄录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有关奏稿、信函附折呈上，借以证明添设天文

算学馆并非个人观点，并建议将该折与曾国藩等人的函折转交倭仁 “详细阅看”，使之 “备晓底

蕴”［７］３１３３，使他知难而退。

慈禧当即采纳了奕
!

的主张，“将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事折交倭相阅看，并各督抚折奏信函

均交阅”［１６］５２３。这说明慈禧并不支持倭仁的主张，只是一时没有找到恰当的方法，让倭仁既不失

体面，又不再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

显然，倭仁没能领会慈禧和奕
!

的良苦用心，于４月２１日继续攻击天文算学馆的教师聘任

方案，认为 “聘夷人教习正途”，“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质疑添设天文算学馆的效果，认为

添设天文算学馆后，“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

所以 “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７］３５，继续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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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科举史上，只有唐朝设置了数学科目，称为明算科，而且地位比较低，规模也比较小，算学博士的官阶为最低

等级的从九品下。唐之后再也没有和数学相关的科举考试。

辛酉政变期间，倭仁多次上疏，为慈禧发动政变制造舆论，为铲除赞襄政务八大臣罗织罪名。参见李细珠：

《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页；黄?：《花随人圣庵摭忆》，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２０页。



奕
!

从上次递呈慈禧的建议被接纳中，了解了慈禧对添设天文算学馆的态度，于是对倭仁展

开了坚决反击。他于４月２３日上疏说：上次将曾国藩等人的函折交倭仁阅看，“原期释其疑虑，

共济时艰”，不料倭仁对于 “抄录各件全未寓目”，仍一意孤行，固执己见；讽刺倭仁 “以道学鸣

高，只顾目前而不肯任劳任怨”；更抓住倭仁原折内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

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等语，建议让倭仁 “酌保数员……择地另设一馆，

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７］３６３７。这样，慈禧也不好再顾及倭仁的面子，谕示设立天文算学馆一

事，经 “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报考人员，认真考试，送

馆攻习”。同时，慈禧令倭仁 “另行择地设馆”，与同文馆 “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并告诫倭仁

“实习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７］３８。

倭仁万般无奈，只得表示：设立天文算学馆 “此事行止业已断自宸衷，奴才何敢再参末议”，

并声明自己 “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７］３８。慈禧却不依不饶：“倭仁现在既无堪

保之人，仍著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７］３９同时，慈禧又令

倭仁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１６］５２８。在顽固派看来，令倭仁 “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蕃署奔走

之役”，是 “困之以必不能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１７］。况奕
!

是管理总理衙门大臣，倭仁

一旦到总理衙门 “行走”，就成了他的属下，岂不是要大大受气？倭仁当然不肯就职，于是再三

请辞，皆 “未允也”［１６］５２８。４月２９日，倭仁 “请面对”，在当日的召见中，慈禧却让奕
!

领着他

一道，奏对过程中奕
!

“以语挤之”［１６］５２９，倭仁又白白地自讨了一场没趣。

（三）一场没有赢家的决策论争

倭仁为了避免到总理衙门任事，只得称病请假。可他到底心有未甘，顽固派中也有人愿意为他

代鸣不平。先后有通政使司通政使于凌辰、成都将军崇实、直隶知州杨廷熙攻击 “天文算学馆甫设

而争端即启，争端启则朋党必成”［７］４０，甚至攻击奕
!

等 “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７］４９。

慈禧觉得不能再任由争论持续下去了，斥责倭仁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是 “见识拘迂”，质问杨廷熙

“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慈禧进而严厉地指出：“推原其故，总由倭仁自派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行走后，种种推托所致”，该折 “若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即未与闻，而

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７］５１，并令其假满后仍到总理衙门就任。慈禧没有听

信顽固派的挑拨，反而把 “朋党”的帽子扣到了倭仁的头上，至此顽固派一败涂地。十余天后，因

吏部尚书文祥出面劝解，慈禧才勉强同意撤销倭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职务。

而洋务派提出的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在这场延续 “数月”的论争中，由于 “众论纷争，日

甚一日”，导致 “或一省之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所不齿”［７］３９，

“投考之人，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相间”［７］５２。所以在这场争论中，表面上是以奕
!

为代表的洋务

派取胜了，天文算学馆也设立了，实则招生的效果很差，远不如 “初念之所期”［７］５２。不仅如此，

通过考试录取的学生在天文算学馆经过一年的学习，发现 “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７］５６，留下

部分在馆继续接受教育，至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年）“迄鲜成效”
［７］５９，说明录取 “科甲正途”接受天

文算学教育在实践中并不成功。因此，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从执行的效果来看是失败的。

三

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决策之所以失败，既和辛西政变以后，政府的决策体制、皇权的合法

性有关，又和社会危机面前，决策群体的成员缺乏足够的处理能力密切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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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垂帘听政的决策体制未被遵循

如前所述，垂帘听政决策体制本身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即便是这样不完善的决策体制，在

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过程中也未得到严格遵循。慈禧太后在接到奕
!

的奏疏以后，没有经过

“详议”，也没有咨询各方面的意见，就直接做出了 “依此”的决定，为之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如果依照规定的决策程序，在决定做出之前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顽固派———倭仁等理学名臣的

意见，让他们提出解决时局的对策，讨论在机器制造、军械使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困难的

解决办法，兴许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就不会遇到这么多的阻力。

（二）辛酉政变后清廷丧失了一个强有力的决策中心

从１８６６年１２月上旬奕!

奏设天文算学馆到１８６７年７月初慈禧撤销倭仁 “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行走”的任命，同文馆之争前后历时７个多月。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各派力量相互角力，反映

了辛酉政变以后，清廷在政治上已四分五裂，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决策中心，皇权至高无上的威

严遭到了破坏。清初建立起来的决策体制强调决策之前的信息收集和对问题的讨论，但这种讨论

甚至争论都被限制在谕旨下达之前，一旦上谕下达，就不再、也不会有讨论的余地。辛酉政变以

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议论、甚至批驳上谕的现象。在同文馆之争中，慈禧最初下达同意

兴办天文算学馆的决定被张盛藻、倭仁反对和抵制；甚至在慈禧下达了办同文馆 “不可再涉游

移”的最后通谍后，依然出现于凌辰、崇实、杨廷熙等反驳谕旨的奏折，皇权的威严扫地。这一

状况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内忧外患的政局之下，出现了不同的救国自强主张，产生了不同

治国理念的冲突。如前所述，正是由于两种救国理念的差异导致了挽救危机路线的分歧，从而引

发了这场争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争论的实质所在。二是辛酉政变建立起来的垂帘听政体

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权的根基不稳，导致皇权的代表者慈禧太后需要在各派政治力量间寻找

平衡来维护自己的权力，这是这场争论持续发酵的原因所在。当维护封建正统思想的张盛藻站出

来反对添设天文算学馆时，慈禧只是劝说性地进行批驳：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知道的，并非 “舍

圣道”，你们就不要反对啦。尤其是当 “群流归仰”［１８］的倭仁站出来反对时，一开始慈禧都不愿

（敢）进行任何的批驳。

（三）招生方案成为决策争论的焦点

同文馆设立之初，招 “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７］７为生，聘定英国人包尔腾以

及法国人司默灵和俄国人柏林为教习［７］１３，同文馆顺利开馆，没有任何人反对。为什么到１８６６年

１２月增设天文算学馆，同样是聘洋人为教习，同样是学习西方的知识，却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呢？

究其原因，在于招生对象有异：前者招生的对象是没有考取任何功名的少年，后者是 “科甲正

途”。让在 “科甲”上钻研了多年且取得一定功名之士重回学堂去学习一个未知的学科———天文

算学，甚至强调 “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８］４５４２，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正途之士以后都要学习天文

算学；更重要的是学习天文算学者，不仅读书时可以得到优厚的待遇，而且在仕途上有 “量予升

途”。这些规定都激起 “士人”们内心的担忧、抵触。首先儒者要学天文算学，这是对他们多年

科举之路的某种否定，是对科举制度的否定，是对他们多年为之努力目标的动摇，因此顽固派坚

决主张 “同文馆不宜咨取正途出身人员”［１６］５１６；其次天文算学学习优秀者可以破格提拔，给 “正

途”出身之士之后的 “仕途”带来了未知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升迁。基于以上两点，添设天文算

学馆遭到反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奕
!

缺乏智囊人物应具备的素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
!

被授命为全权饮差大臣，负责与英法等国谈判，挽救了清王朝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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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同时，奕
!

在主持谈判的过程中赢得了西方的好感，被美国外交官何天爵誉为 “精通东方外

交艺术的老手”“富有经验”［１９］。但在同文馆之争中，奕
!

却未能凸显其 “精明强干”。

首先，奕
!

缺乏政治敏感性，不能通观全局。在天文算学馆招收 “科甲正途”之士的方案遭

到非议之际，奕
!

非但没有想办法引导、消解社会上人们内心的焦虑，反而采取了进一步激化矛

盾的措施，扩大招收 “正途”的范围至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以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

各官，从而招致了顽固派更坚决的抵制。显然，奕
!

对当时的各派政治力量对比缺乏理性的分

析。辛酉政变后慈禧起用了一大批 “理学名臣”，在朝廷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精明”的

奕
!

理应在提出决策方案时考虑到理学诸臣的立场，但奕
!

没能做到通观全局，没有看清当时的

政治局势，以致于当 “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皇上师傅”的倭仁站出来 “反对”时［１３］１６２，奕
!

彷徨无

策，以致于承认招考正途是 “冒天下之不韪”［７］３３。

其次，奕
!

对教育的规律缺乏认知。奕
!

认为 “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

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１３］１６２，幻想录取 “科甲正途”可以取得 “速效”［７］２２，

显然违背了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从来都不是一蹴

而就的；各种学问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意味着个体在某一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

就必然能很快掌握、通晓另一种专门的知识。所以认为 “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８］４５４２，

只是奕
!

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这可以从所招 “正途”之士在天文算

学馆的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通过 “正途”招收的天文算学馆学生３０人，因为 “不识洋文”，学

习非常 “困难”，奕
!

不得不于１８６７年１１月７日奏请 “于上海、广州两文馆毕业生中，择优送

京……使原有学生，于洋文一道得其濡染”，然而收效甚微［７］５６。这说明录取 “科甲正途”之士接

受天文算学教育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从之后天文算学馆招生来源的变化看，“北京同文馆新生

的主要产地”为 “上海、广州两馆”［２０］，反证了天文算学馆招收 “科甲正途”之士方案设计的

瑕疵。

（五）慈禧缺乏最高决策者应具备的善断能力

慈禧作为皇权的代表，理论上掌握着最高的决策权，却在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决策过程中优柔

寡断、左右支绌，缺乏对时局的分析能力和把控能力。在奕
!

奏请添设天文算学馆，招 “正途”

之士为生时，慈禧在没有征求其他大臣意见的情况下就下旨 “依议”，对出现顽固派群起反对的

局面缺乏预见性。在 “街谈巷议”四起，论者皆以 “此举为不急之务”，是 “舍中法而从西人为

非”时［７］２４，奕
!

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试图通过扩大招考 “正途”之士的范围来压制反对意

见，进而提出在待遇和晋升方面给予天文算学生特别的照顾，却进一步刺激了顽固派的神经，为

顽固派的攻击提供了更多口实，对此慈禧缺乏敏锐的感受性，依然下旨 “依此”。当顽固派公开

攻击添设天文算学馆时，慈禧对张盛藻的批驳不够严厉，没有明确朝廷坚定的立场，致有 “久著

理学盛名”的倭仁站出来反对［８］４６０３。而当倭仁站出来抵制时，慈禧犹豫不决，没有明确表明立

场，致使舆论持续发酵，非议天文算学馆的 “谣言甚多”［１６］５１９，慈禧显然是不想得罪这样一位对

自己有拥戴之功、“尽匡弼之义”［１７］的理学宗师，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最终把倭仁得罪得体

无完肤，还招致了 “正学”之士的怨愤。

（六）倭仁是不堪重用之才

倭仁身居数个 “第一清要之席”，但缺乏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提不出解决问题的确切办法。

他基于社会风气败坏的认识提出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这没有错，

但清末社会处在内忧外患背景之下，需要采用标本兼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维护王朝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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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所以顽固派偏执地从社会风气出发，提出 “正人心”以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显然是走不通

的，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首先要有治标之策。倭仁上奏反对科甲正途 “奉夷人为

师”，但在当天慈禧召见奏对中 “未能悉畅”，说明倭仁要么语言表达能力欠缺，要么见识浅薄，

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实际对策。尤其是在之后与奕
!

的当面对质中，倭仁很快败下阵来，以致于在

给同治皇帝上课时，竟然 “有感于中”，禁不住 “潜然出涕”［２１］，简直有辱师道尊严。之后倭仁

更加不堪，为了躲避前往总理衙门上班，竟然装病，完全是无能之辈的伎俩。

四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 “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步步紧逼使清廷倍感屈辱。

如何摆脱西方的欺凌，走向 “自强”，实现王朝的中兴成为了统治者的理想追求。但清廷已经破

败不堪，体制的弊端、人才的凋零、权威中心的丧失成为了政府决策的严重障碍。

辛酉政变之后确立的垂帘听政决策体制存在天然的不足，但即使是这样的体制也没有在天文

算学馆决策中得到遵循。体制的建设者成为了体制的破坏者，权威中心的威严遭受了损害。

握有实权的各统治者能力平平。一是不具备把握教育发展规律的能力，致使形成的方案不符

合教育的发展规律，可见内行领导的重要性。二是未能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社会危机的合

理方案。在任何决策中，我们都要求方案既要有先进性，又要有可行性，也就是有一定的高度又

具有现实性。尤其是在政府决策中，一定要遵循 “渐进”的原则，采取 “小的步骤逐步去实现目

标”，而不是找到一步到位的 “根本方法”［２２］。三是在矛盾冲突中，矛盾的各方总是以牺牲他人

的利益为代价，试图使自己一方在冲突中占据上风，这种极端不合作的冲突解决办法是不合理

的。而在遇到困难或可能的挫折时，洋务派和顽固派都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试图逃避问题的方式来

平息冲突，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冲突解决办法是协同，矛盾的各方通过充分的信

息交流，善于发现共同之处，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从而形成共识。

高层统治集团缺乏强有力的高效决策中心。慈禧名义上拥有最高的决策权，但由于自身能力

的不足，又希望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左支右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国语》有

云：“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２３］在天文算学馆的决策中，慈禧试图迎合双

方的利益，其结果是把顽固派得罪得体无完肤，洋务派发展洋务事业的需要也未能完全满足，自

身的威严亦受到了损害。因此在决策过程中，最高决策者既要让各方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观点，

以利于集思广益，同时又要控制好进度，不致使讨论没完没了。所谓 “满极必损，盈极则亏”，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抉择的时机出现时要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做出抉择并以坚决的态度

加以推动。

尽管如此，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是 “中国的学生正式接受西洋近代自然科学的起始”，是

“中国新教育的先锋队”［２４］，为中国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相衔接奠定了基石。

参考文献：

［１］清圣祖实录：卷２７５ ［Ｍ］．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６７１．

［２］清高宗实录：卷３２３ ［Ｍ］．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３３４．

［３］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１册 ［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同两朝上谕档：第１１册 ［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魏源．海国图志 ［Ｍ］．李巨澜，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６７．

·５１１·

叶德明：寡断与掣肘：朝廷决策视角下的同文馆之争



［６］《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洋务运动：第１册 ［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８．

［７］《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洋务运动：第２册 ［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

［８］宝軻．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Ｍ］／／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６２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０．

［９］王树敏，王延熙．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１ ［Ｍ］／／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３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９７．

［１０］冯桂芬．校庐抗议 ［Ｍ］．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１０．

［１１］王韬．瀛鉌杂志 ［Ｍ］．沈恒春，杨其民，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４４．

［１２］郭嵩焘．郭嵩焘奏稿 ［Ｍ］．杨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３：２８３２８４．

［１３］朱有骔．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１辑 （上）［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４］徐世昌．清儒学案 ［Ｍ］．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６３７７．

［１５］吴廷栋．拙修集：卷９ ［Ｍ］．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６３７．

［１６］翁同騄．翁同騄日记：第１册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１７］徐一士．一士谭荟 ［Ｍ］／／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１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１３６．

［１８］曾国藩．曾国藩全集 ［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７：６８１４．

［１９］雪珥．恭亲王之死 ［Ｎ］．中国经营报，２０１００７１７ （Ｄ０７）．

［２０］毕乃德．同文馆考 ［Ｊ］．中华教育界，１９３５ （２）：１３２６．

［２１］《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洋务运动：第８册 ［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２３３．

［２２］ＬＩＮＤＢＬＯＭ．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ｕｄｄｌ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９，１９ （２）：７９８８．

［２３］国语 ［Ｍ］．尚学锋，夏德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３８４．

［２４］吴宣易．京师同文馆略史 ［Ｊ］．读书月刊，１９３３，２ （４）：１２１５．

犐狀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犪狀犱犕犪犽犻狀犵犇犻犳犳犻犮狌犾狋犻犲狊：犜犺犲犜狅狀犵狑犲狀犆狅犾犾犲犵犲

犇犻狊狆狌狋犲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狅犳犆狅狌狉狋犇犲犮犻狊犻狅狀

ＹｅＤｅｍｉｎｇ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Ｔｏｎｇｗｅ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ａｓａ

ｍａｊｏｒｅｖｅｎｔｏｆｃｏｕｒ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ｎａｔ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ｕｒｔｂｅｈｉｎｄａｓｃｒｅｅｎ，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ｓｔｙ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ｉｄｅａ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ｅｈａｒｄｓ，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Ｔｏｎｇｗｅ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ａｓｔｏｒｔｕｏｕｓ．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ｕｎｓｏｕ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ｃｋｏｆ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ｔｈｅ

Ｑ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

ｄｉｅｈａｒｄｓａｎｄ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ＹｉＸｉｎｌａｃｋｅｄ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ＣｉＸｉｌａｃｋｅｄ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ｄｅｃｉｄｅ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ａｓ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ｈｅ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ｕｔｍｏｓ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ｙ；ＷｏＲｅｎｌａｃｋｅｄｔｈ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ｔｒｕｓｔｅ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ｂｏ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ｅｈａｒｄｓｄｉｄｎｏｔｇａｉｎａｎｙ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ｍａｊ

ｅｓ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ｗａｓｄａｍａｇ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ｕｎｇｗｅ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Ｃｉ

Ｘｉ；ＹｉＸｉｎ；ＷｏＲｅ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２；责任编辑：陈鸿）

·６１１·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